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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全球粮食增产的影响 
——基于不同收入组的绩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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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内生性视角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全球 116 个粮食生产国 2001—2017 年数据，分别从整体和分

组两个维度检验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全球粮食生产之间关系。结果表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有效促进全球粮

食增产，其中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增产效应要优于中等收入国家。同时粮食产量提高在不同国家组均表现

为促进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此外，粮食价格提高和土地、肥料、农药等投入增加可有效促进粮食增产，而劳

动投入增加则反向影响粮食产量。因此，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促进全球粮食增产的关

键因素，但因各国农业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经济发展阶段等差异，仍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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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on global grain production increas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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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has been established from the endogenous perspective and the data of 116 
grain-producing countries from 2001 to 2017 has been utiliz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and global grain production from the holistic dimension and grouping dimen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ricultura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global grain production increase, and the production 
increasing effect on low income countries and high income countries outclasses that of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In all 
different country groups, the increase of grain production could promote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In addition, the increase in grain price and the increased investments in land,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could contribute 
effectively to grain production while the increase in labor input will have the reverse affect on grain output. Therefore, to 
increase agricultura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ditions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global 
grain production.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implement classifie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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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零

饥饿”目标的重要内容，是全世界共同的使命。尽

管全球在减少饥饿和营养不良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但“零饥饿”目标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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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人口大幅增加至 9.15亿人，发展中国家遭受的
冲击尤为严重[1]；而据《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
养状况报告》估计，2019年全球饥饿人口达 6.9亿
人，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人口约有 20亿人[2]。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对世界粮食
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在持续加深，诱发全球粮食危机

的风险仍在积累，粮食市场预期可能愈加恶化，需

密切关注全球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形势[3,4]。 
增加农业投资是扩大粮食生产和有效供给、消

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最大动力。20 世纪 70 年代粮
食危机后，主要国家纷纷增加对农业部门的投资，

以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和提高农业生产率，大大缓解

了粮食不安全状况。2006—2008年新一轮全球粮价
上涨，各国农业投资大幅增长，促进了各国乃至全

球粮食增产。根据 FAO数据①，全球农业固定资产

投资从 2001 年的 2586 亿美元持续增长到 2014 年
的 4251 亿美元，增长了 64%。其中，中高收入国
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由 442 亿美元增长到 1143 亿
美元，中低收入国家由 492亿美元增长到 982亿美
元，两者共贡献了 72%的增长；高收入国家农业固
定资产投资水平较高且比较稳定，增长幅度小；低

收入国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较快，但水平

依然较低[2]。总之，农业投资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投资能力和农业固定资产存量等都有关。 
已有文献对农业投资与粮食增产之间的基本

关系进行了探究，并形成了丰硕成果。速水佑次郎

等[5]观察到，20 世纪 50—60 年代印度、泰国、越
南、墨西哥等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土地开发与平

整、灌溉工程建设与改良的投资很好地促进了粮食

生产技术变革与传播，农业生产率和粮食产量得以

快速提升。Rosegrant等[6]考察了印度尼西亚的粮食

生产，发现农业投资对粮食产量具有重要影响。蔡

保忠等[7,8]认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粮食增产

具有“双向”促进关系，并进一步发现中国农田水

利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贡献更为显著。

Onofri 等[9]研究认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增加

要素的规模报酬和促进对私人资本的长期需求而

影响农业生产及其产出。朱晶等[10]实证检验表明，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可通过节本增效和提高生产率

作用于粮食增长。Rakotoarisoa[11]通过国际比较发

现，基础设施（如农业灌溉、农村交通和电力等）

差距是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稻米生产

率差异的重要因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 2050
年全球粮食增产将主要依靠农业灌溉设施投资和

农业技术研发投资[12]。 
综上，关于农业投资和粮食增产的研究尤其是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粮食增产之间关系的研究取

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大多数文献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某个国家或

地区，鲜有基于全球视角对不同收入国家分组进行

研究。不同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对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力度也不同，导致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农业生产所

需配套设施条件存在较大差异，这势必造成粮食增

产效应不同。其次，现有文献研究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对粮食增长影响时较少考虑粮食增产效应对固

定资产的影响，国内仅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一互为

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不同国家由于发展的需要，粮

食增产也会激励政府及社会各界增加农业固定资

产投资。基于此，本文将采用全球 116个粮食生产
国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分为高收入组、中高收入组、

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实证研究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与全球粮食生产的关系，在考虑变量内生性问题

的基础上，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比较

分析，深入探究粮食增产动能和潜力及其不同国家

的异质性，以期为不同国家激励粮食生产、增加粮

食供给提供可能的努力方向。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1．理论分析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粮食生产、粮食产量具有

相互影响关系。一方面，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

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灌溉、电力、道

路）、农业物质装备（如机械）、农业科研设施设备、

农村交通运输和市场设施条件等途径来促进粮食

生产发展、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推动粮食高质量发

展[13,14]。例如，对土地综合治理和改善灌溉条件的

农业投资可以直接提升土地生产率，提高粮食单产

水平；因投资增强农业抗灾减灾能力和减少灾害损

失可以间接提升土地生产率；持续改善基础设施和

生产条件有助于实施农业机械化作业和规模经营；

增加农业机械等物质装备可有效替代劳动并提高

劳动生产率。中国的实践还表明，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适度规模经营，培育了农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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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经营主体，优化要素配置（如增加良种、机械等

优质要素投入），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另外，农

业固定资产投资可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发展，

增加种植面积，促进粮食增产[15,16]。同样，农业科

研投资增加能够促进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从而提高

农业整体产出效率和产出水平。增加粮食产后的仓

储和市场等设施投资，则可降低损耗、提升粮食交

易便利性，引导并促进粮食生产发展。 
另一方面，粮食的增产效应可能进一步引起政

府、农场主等主体对农业生产的关注或重视，进而

诱发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粮食增产带来的收

益和信心将激励农场主增加、完善和维护基础设施

和引进农业机械等生产设备。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

农业机械等固定资产投资，在增加粮食供给、减少

饥饿和营养不良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后，低收入国家

将会着力增加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尤其是更为直接

有效的农田水利等固定资产投资。农场主、农户等

通过增加农田水利、农业机械等固定资产投入获得

粮食高产和高收益后，亦有动力增加更先进的农业

机械投入、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等。而政府在绩效激

励和粮食目标倒逼作用下，会通过政策引导来撬动

社会资本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17]。这种互动互促

作用正是推动世界粮食生产发展的重要动力。 
2．联立方程模型构建 
变量之间互为因果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并导

致参数估计有偏。为了准确考察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与粮食产量间的关系，本文参考已有研究[7,18,19]，

根据粮食产量影响因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因

素构建如下联立方程模型②： 
lnGit=α0+α1lnInvestit+α2lnPit+α3lnPi,t-1+α4lnLandit+ 

α5lnLaborit+α6lnFertit+α7lnPestit+εit        (1) 
lnInvestit=β0+β1lnGit+β2lnAgrit+β3lnPergdpit+ 

β4lnPopdenit+φit                     (2) 

联立方程式中，Git为 i国 t年粮食产量；Investit
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Pit为粮食价格，Pi,t-1为滞后

一期的粮食价格；Landit、Laborit、Fertit、Pestit分别
表示土地、劳动、肥料、农药投入；Agrit、Perdgpit、

Popdenit分别表示农业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GDP）和人口密度；εit、φit表示随机干扰项。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样本选择优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即基于联立

方程模型所包含的指标在 FAO 数据库与世界银行
数据库的数据可得性，再进一步考虑样本代表性。

通过数据收集处理，本文最终选择了包括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在

内的全球 116个粮食生产国作为考察对象，覆盖亚
洲、欧洲、非洲、北美、南美和大洋洲；2018年累
计粮食播种面积 6.5亿公顷、产量 28.1亿吨，分别
占到全球粮食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 90%和 95%，
因而具备较强的代表性。考察时期为 2001—2017
年，主要是国际数据更新迟滞，部分核心指标尚未

能更新至 2018年。 
由于 116个国家样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本文

不仅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同时还根据世界银行

分类标准，将所有样本细分为高收入国家（41个）、
中高收入国家（36个）、中低收入国家（24个）和
低收入国家（15个）四组，分别考察不同组别农业
固定资产投资与粮食产量关系的异质性，具体的国

家分组见表 1。 

表 1 116 个样本国家及其分组 
组别 国家 

高收入国家 智利、英国、意大利、以色列、匈牙利、新西兰、希腊、西班牙、乌拉圭、文莱达鲁萨兰国、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

沙特阿拉伯、塞浦路斯、瑞士、瑞典、日本、葡萄牙、挪威、美国、马耳他、卢森堡、立陶宛、拉脱维亚、卡塔尔、捷克共

和国、加拿大、荷兰、芬兰、法国、德国、丹麦、大韩民国、波兰、比利时、巴拿马、巴巴多斯、澳大利亚、奥地利、爱沙

尼亚、爱尔兰 
中高收入国家 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博茨瓦纳、巴西、伯利兹、保加利亚、斯里兰卡、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

黎加、阿塞拜疆、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斐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牙买加、约旦、黎巴嫩、

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纳米比亚、北马其顿、巴拉圭、秘鲁、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南非、苏里南、泰国、土耳

其、委内瑞拉 
中低收入国家 孟加拉国、不丹、玻利维亚、缅甸、喀麦隆、刚果(布)、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萨尔瓦多、加纳、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

亚、科特迪瓦、吉尔吉斯斯坦、肯尼亚、摩洛哥、摩尔多瓦、尼加拉瓜、巴基斯坦、津巴布韦、突尼斯、乌克兰、越南、赞

比亚 
低收入国家 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尔、厄立特里亚、

多哥、布基纳法索、也门共和国 

注：国家分组依据为世界银行的国家收入水平分类标准；表中的国家是用全称或简称，文章其他地方一律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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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变量：粮食产量采用 FAO数据库的谷物产
量表示，包括小麦、稻米、玉米、高粱、大麦、燕

麦、黑麦、荞麦、藜麦、小米等 15 种谷物产量之
和。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当年农业固定资本形成

额表示，反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度。上述数据

均来自 FAO数据库。控制变量：粮食价格采用谷物
生产者价格指数表示，反映粮食价格变动。土地投

入采用 15 种谷物收获面积之和表示。较之耕地面
积，谷物收获面积考虑了土地复种、弃耕等现象，

更能真实地反映粮食生产中的土地投入情况。劳动

投入采用农业部门就业人数表示。肥料投入采用农

业氮磷钾肥使用量总和表示。农药投入采用农药使

用量表示。农业发展水平采用劳均农业增加值表

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 GDP 表示。人口密度
采用每公顷人口数表示。其中，粮食价格、谷物收

获面积、肥料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业增加值数

据来自 FAO数据库；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人均GDP、
人口密度数据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为了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对所有含有价格因

素的变量调整为 2010 年不变价格，其中农业固定
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和 GDP平减指数来自 FAO数据
库。对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拉格朗日插值法补全。

为平滑变量波动，对变量采用对数化处理，且联立

方程等式两边经对数化处理的待估系数具有弹性

的经济含义。变量统计性描述如表 2所示。 

表 2 变量统计性描述 
 整体 高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变量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粮食产量(万吨) 2039 6459 1906 6199 2558 8312 2511 5489 402 453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百万美元) 3006 7685 4377 8496 2470 6870 3210 9114 220 296 

价格(指数) 99.81 44.55 98.36 26.11 101.06 49.07 101.18 49.89 98.56 61.15

价格滞后一期(指数) 97.66 42.27 97.96 26.46 98.35 46.09 98.08 47.40 94.50 56.81

土地(公顷) 5443590 14039675 3612667 9430535 6768831 16144114 8102605 19664776 3013110 2924808 

劳动(万人) 791 3524 48 69 1052 4888 1756 4687 653 698 

肥料(吨) 1398845 5343386 1106538 3077973 2117968 8064906 1658961 4722130 55732 75905 

农药(吨) 31616 157658 23806 63230 69144 270626 8086 14320 542 868 

劳均农业产值(美元/人) 17966 67480 34442 24326 17195 115775 1814 1329 627 436 

人均 GDP(美元/人) 15178 20284 36070 21650 6402 2955 1783 911 565 229 

人口密度(人/公顷) 1.36 1.95 1.72 2.34 1.00 1.33 1.46 2.27 1.05 1.16

数据来源：FAO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对联立方程模型有两种估计方法：一是单一方

程估计法，即对每一个方程分别进行估计，因忽略

了不同方程之间及其扰动项之间的联系，只考虑联

立方程中有限的信息，又称有限信息估计法。二是

系统估计法，即把联立方程作为整体联合估计，因

充分考虑了系统内全部信息，又称完全信息估计

法。当联立方程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时，较单一方

程估计法，系统估计法更有效率[20]，如常用的三阶

段最小二乘法（3SLS），本文拟选用系统估计法。 
联立方程模型必须是可识别的才能进行估计，因

此需事先进行可识别性判定。上述联立方程包含农业

固定资产投资与粮食产量 2个内生变量，以及价格滞
后项与外生变量构成的前定变量。根据模型识别的秩

条件（充分条件）和阶条件（必要条件）判定显示，

上述联立方程均可识别，且均为过度识别。 

采用系统法估计联立方程的前提条件是变量

间存在内生性，即方程间存在联立性，否则将引起

估计偏差[21]。本文选取 Hausman内生性检验法进行

检验，首先将某个方程中某个内生变量与所有外生

变量进行简单 OLS回归，得到残差值；其次将所得

残差值带入该内生变量所在方程进行简单 OLS 回

归；最后观察残差值 t检验的显著性（P值），若显

著，则拒绝“不存在内生性”原假设，表明存在内

生性；反之，则不存在内生性。Hausman检验显示，

方程 1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方程 2 粮食产量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t统计量检验，表明均为内生

变量，即方程具有联立性（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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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Hausman 内生性检验结果 
联立方程 检验变量 残差 残差系数 t统计量 P值 

方程 1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e1 0.06*** 4.01 0.00 

方程 2 粮食产量 e2 0.17*** 3.89 0.00 

注：*** 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考虑到个体因素和时间因素的可能影响，采用

F 统计量检验模型是否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影
响。结果显示，方程 1和方程 2个体效应检验的 F
统计量 P值均为 0.00，时间效应检验的 F统计量 P
值分别为 0.47、0.97。结果表明两个方程均存在个
体效应，因此引入国家组别这一虚拟变量控制个体

因素，并采用 3SLS 法对联立方程进行估计，结果
见表 4。其中，模型 1是所有 116个样本国家的联
立方程模型整体性估计结果，模型 2—模型 5 分别
是高收入国家组、中高收入国家组、中低收入国家

组和低收入国家组的分组估计结果。 

表 4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变量 整体 高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方程 1：粮食产量方程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0.22*** 0.38*** 0.19*** 0.27*** 0.58*** 

 (0.03) (0.08) (0.04) (0.07) (0.06) 

粮食价格 -0.10*** -0.13*** -0.09** -0.06 -0.09* 

 (0.02) (0.03) (0.04) (0.04) (0.06) 

粮食价格滞后一期 0.17*** 0.22*** 0.12*** 0.15*** 0.17*** 

 (0.02) (0.03) (0.03) (0.04) (0.06) 

土地投入 0.79*** 0.86*** 0.68*** 1.08*** 0.47*** 

 (0.02) (0.04) (0.03) (0.05) (0.10) 

劳动投入 -0.11*** -0.16*** -0.11*** -0.18** 0.21* 

 (0.02) (0.04) (0.04) (0.07) (0.13) 

肥料投入 0.02** 0.08*** 0.00 0.03 -0.02 

 (0.01) (0.03) (0.02) (0.02) (0.02) 

农药投入 0.01** 0.04* 0.01 0.00 0.02 

 (0.01) (0.02) (0.02) (0.01) (0.01) 

常数 -7.06*** -11.33*** -5.23*** -9.08*** -5.26*** 

 (0.29) (0.80) (0.45) (0.93) (1.18) 

方程 2：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方程      

粮食产量 0.33*** 0.27*** 0.25*** 0.11 0.41** 

 (0.04) (0.05) (0.09) (0.09) (0.21) 

农业发展水平 0.22*** 0.39*** 0.05 -0.25 0.43** 

 (0.05) (0.06) (0.12) (0.15) (0.17) 

人均 GDP 0.82*** 0.78*** 1.01*** 0.21** 0.31*** 

 (0.05) (0.10) (0.11) (0.09) (0.20) 

人口密度 1.16*** 0.98*** 1.49*** 1.87*** 0.55** 

 (0.08) (0.10) (0.22) (0.28) (0.25) 

常数 -2.64*** 3.61*** -4.21*** -0.16 -5.21*** 

 (0.34) (0.90) (0.71) (0.66) (0.62) 

观测值 1856 656 576 384 240 

R2 0.996 0.996 0.997 0.996 0.981 

注：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个体虚拟变量囿于篇幅未列示。原始观测值=116×17=1972 个，因

价格滞后一期损失 116个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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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粮食增产的影响及不
同国家差异分析 
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粮食增

产。整体估计显示，全球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

系数为 0.22，且通过 1%水平显著性检验，这意味
着其对全球粮食产量有显著正向作用；通过系数的

比较可知，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粮食增产效应仅次

于增加土地投入的作用。分组结果进一步显示，四

组弹性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粮食产
量，但有明显分异现象。其中低收入组弹性系数最

大，高达 0.58，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最显著；高收入
组次之，为 0.38；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系数分
别为 0.27和 0.19。这表明，世界各国均可以通过增
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

件，强化农机等物质装备和科技支撑，增加粮食播

种面积、改善生产效率，实现粮食增产，其中低收

入国家效果尤为显著。 
究其差异产生原因：其一，低收入国家农田水

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滞后，粮食生产条件较差，

抗害减灾能力羸弱，产出效率低下使得农业粗放式

经营较为普遍，农业生产者不愿增加相关要素投

入。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并优先投入农田水利、

农村道路和电力设备等建设，持续改善粮食及农业

生产条件，往往能更有效地激励生产者增加要素投

入的积极性，加上粮食生产率原本就严重偏低，使

粮食增产效果更为明显。如非洲埃塞俄比亚农业固

定资产投资由 2001年的 3.41亿美元增长到 2017年
的 18.1亿美元，粮食产量则由 959万吨大幅增长到
2599 万吨；同期坦桑尼亚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由 3.3
亿美元增长到 12.35亿美元，粮食产量亦由 454万
吨快速增长到 1006万吨。 
其二，伴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发展

中国家为了改善粮食生产与供给，政府或社会主体

将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推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等不断完善，进一步推动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但这

一过程中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在

递减，这或是中高收入组的弹性系数低于中低收入

组、低收入组的可能解释。中国就有较强的代表性。

自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到 21世纪开始的十年，农业
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长使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持续改

善，辅以政府对粮食价格进行支持，粮食产量实现

快速增长。最近十年尽管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在

较高水平，仍然能促进粮食产量增长，但对粮食增

产的作用呈边际递减特征。这期间正是中国由中低

收入国家跨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阶段。 
其三，对高收入国家，基本农业基础设施已经

较为完善，无须大规模新建投资，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更多投向基础设施维护和固定资产更新。同时部

分高收入国家面对的是解决农产品“过剩”难题，

因此往往采取限制农业生产、补贴农业资源轮休或

退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支持环境友好型生产等

来稳定或减少特定农产品产出[22]。由于高收入国家

农业机械技术、生物化学技术较为先进，已由依靠

传统要素投入驱动增长转向依靠科技和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驱动，这些调整可能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更

为突出。样本考察时期内，意大利、日本、韩国的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均有不同程度减少，受多重因素

影响，同期粮食产量也都有明显下滑，如意大利下

降 18%、日本下降 11%、韩国减少 29%。 
此外，简要分析控制变量对全球粮食增产效

应。当期价格影响效应整体为负，但上期价格提高

能有效促进粮食产量，这表明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

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分组结果表明，价格激励对

高收入国家的增产效应较为明显，其他收入组粮价

激励也能一定程度上调动种粮积极性、促进种植结

构向有利于粮食的方向调整，从而推动粮食增产。

增加土地投入是推动全球粮食增产最有效途径，高

收入组、中高收入组、中低收入组的粮食增产效果

较为明显；低收入组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和基础设施

薄弱，其增产效应显著低于其他组。劳动投入整体

上表现为反向影响粮食产量。分组结果显示，低收

入组表现为正效应，说明仍属依靠增加劳动投入促

进粮食增产传统模式；其他组则呈负效应，这或归

功于其他先进要素有效代替了劳动。肥料和农药增

加也能促进粮食增产，但增产效果有限。仅高收入

组肥料和农药增加能促进粮食增产，但系数较小，

其他组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2. 粮食增产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反向影响

及不同国家差异分析 
粮食产量提高有助于吸引更多农业固定资产

投资，估计弹性系数为 0.33，表明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和粮食产量呈“互动互促”的双向关系。分组结



 
 

第 22卷第 3期          朱满德等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全球粮食增产的影响               29 

 

果显示，低收入组的弹性系数大幅高于整体水平，

高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弹性系数较为接近，影响均

显著为正，表明粮食产量的提升可以激发高收入国

家、中高收入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增加农业固定

资产投资。尽管中低收入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

从系数符号看，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也有正向促进

作用。 
全球农业实践也表明，农业基础设施有效支撑

粮食增产的国际经验和示范效应能提升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缺粮国家政府、农场主等投资农业固定资

产的信心，并促成加大投资力度的实际行动。低收

入国家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供给普遍不足，

基于缓解国内居民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政治压力，增

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动力更大。尽管低收入组的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主要是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等几个国家快速增

长），但投资额总体依旧较低。包括中国、俄罗斯、

巴西、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等在内的中高收入

组表现突出，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力

量，2001—2017年贡献 51%的增长；包括印度、缅
甸、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在内的中低收入组增长同

样明显，贡献了 35%的增长。上述中高收入组或中
低收入组国家也是 21 世纪初全球粮食发展绩效较
好的国家，目前已成为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的新兴

力量。对于高收入国家，受市场引领和补贴激励的

共同作用，粮食稳产增产将激励农场主加大农业基

础设施、智能化农机装备等的建设和维护更新，农

业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在相对高位水平，但增长放缓

甚至有小幅下滑。如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

利、日本、美国等每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均保持在

100 亿美元以上，在全球范围处于领先水平，但增
长缓慢或是有所下降。 
另外，简要分析控制变量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的影响效应。人口密度影响效应总体显著为正。一

国人口密度越大，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的压力越大，

政府就会越关注农业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越是重

视国内粮食生产，越有加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压

力和动力。分组显示，低收入组影响较小（现实中

容易观察到低收入国家人口密度大，但受制于经济

实力和政府财力等，无力大规模投资农业固定资

产），而高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及中低收入组系数

较大。人均 GDP 提高有助于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现实中，即便政府有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压力

和动力，但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是其最大约束。伴

随人均 GDP 增长，经济实力增强、政府财政约束
放松，政府有更多资本和资源投入到农业固定资产

上来，社会资本亦如此。分组结果佐证了这一结论，

四组国家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中高收入组、高收入

组明显高于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农业发展水平

提高将有助于扩大种植规模、增加农民收入，进一

步吸引政府和私人进行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分组结

果显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与整体结果一致，影

响都显著为正；中高收入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

影响也为正。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依然严峻，粮食安全

威胁依然存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和保障粮食有效

供给是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本文使用 FAO和世
界银行数据库中 116 个国家 2001—2017 年面板数
据，从整体和分组两个层面对联立方程模型分别估

计，考察了内生性视角下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全球

粮食生产之间关系③。结果表明：在整体层面，农

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可有效促进全球粮食增产；上

期粮食价格激励同样能够促进粮食增产；土地投入

对粮食产量影响最大，化肥和农药投入虽有作用但

效果较弱，增加劳动投入并不能促进粮食增产。人

口密度增加、人均 GDP 增长、农业发展水平和粮
食产量的提升，能普遍性推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在分组层面，各影响因素已出现明显的分异特

征。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粮食增产效应在四组国家

中都显著，其中低收入组效果最明显，高收入组次

之，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要弱于上述两组；上

期粮价的增产效应对高收入组作用最为显著，剩余

依次是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土地

投入的增产效应十分显著，但低收入组的增产效应

要明显弱于其他各组；劳动投入只对低收入组有增

产效应，其他组均为负值；人口密度增加可能形成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压力传导，对低收入组影响最

弱，对其他组影响较为显著；伴随人均 GDP增长，
高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将大幅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

资，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则相对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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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的启示在于：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进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促进粮食生产的关键因

素。但由于各国农业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经

济发展阶段等差异，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高

收入国家有效促进粮食增产的途径较多，包括进一

步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粮食价格，以及增

加土地投入等。虽然高收入国家农业基础设施、现

代物质装备和科技支撑较为完善，但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农业资源丰裕国农业潜力依旧很大，若

有合适的价格激励，粮食增产潜力依然较大。而且，

高收入国家给予农业高额补贴，补贴又与农业生

产、投入品使用、农业资源退出等挂钩（包括限制

生产、限制化学投入品使用、农地轮休），对粮食

生产或产量增长有明确的约束。若取消限制生产的

政策，增加谷物种植面积，高收入国家能为全球粮

食供给和粮食安全贡献更大作用。中高收入国家是

过去几十年全球粮食增产的主导力量，为全球消除

饥饿和营养不良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表现尤为突

出[3]。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增

强综合生产能力，是中国对全球保障粮食安全贡献

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但是，中高收入

国家化肥、农药的粮食增产效应已释放殆尽，进一

步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科技研发与服务

投入）、扩大粮食播种面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

推动粮食增产的可选路径。中低收入国家的农业基

础设施较为落后，“望天吃饭”仍是常态，增加农

业固定资产投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其首要任

务；加强农业生物育种技术的研发、引进和扩散，

强化粮食科技支撑也异常重要。低收入国家由于过

度依赖粮食进口或粮食援助而忽视对农业部门的

长期投资，强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增加土地和劳动力投入是推动粮食增产、提

高自给水平的主要路径。总之，当前及今后一个时

期，应加强全球农业治理，进一步扩大农业国际合

作[23]，重点加大对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农业投

资支持与技术援助，支持其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

帮助其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自给能力[24,25]，增加全

球粮食市场有效供应，为全力争取实现 2030 年全

球“零饥饿”目标奠定基础。 

注释： 

① 此处数据是本文所选择 116 个样本国家的农业固定资产

投资额，统计指标为农业固定资本形成额，具体样本国

家（包括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

参见表 1。 

② 理论上，固定资产投资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

但实证模型调试中，滞后一期、滞后两期都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故最终选择当期固定资产投资进入模型。 

③ 进一步探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具体投向与粮食生产

（产量）的关系显然更富有创新性意义，可进一步提升

世界各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但受制

于相关指标的可得性，无法对此进行深入探究。以国别

数据为基础，充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对此进行充分探

索将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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